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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美学 : 九十年代诗歌研究的一个维度
——评董迎春的《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

孙德喜

摘　要：以语言为本体的诗性写作成为当代诗歌的重点所在，“身体”符号构成 1990 年代诗歌研究

的一个视角，探讨身体背后的文化意识与诗歌书写问题，为新世纪诗歌写作与文化建构提供了有效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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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史存在的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早已引

起了学界的关注，并且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对象。

文学史的存在需要阐述和判断，而阐述和判断又是

与具体的观察与研究方法和维度密不可分。到底以

什么样的方式和什么样的维度介入文学史呢？每个

研究者都会根据文学史存在的特点与自己所掌握的

理论以及自身的知识结构作出自己的选择。青年学

者董迎春新近出版的《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身体书

写的符号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

则以身体美学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诗歌创作展开探

讨，并且辅以符号学理论进一步阐述这一时段的文

学史现象，从而为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开拓的视野。

身体美学在西方出现比较早，但是在我国则是

新世纪以来刚刚兴起的一种思想理论。进入 21 世

纪，国内一些学者开始以身体美学理论研究文学现

象和问题，在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身体美学，

虽然也被理解研究文学艺术中的身体问题，但是从

根本上讲就是从身体出发研究文学艺术的美学问

题。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指出：“伴随着后现代社

会的来临，身体问题在思想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重视。这理所当然地关涉到作为感性美学或者感觉

学的美学，因为身体不仅是感性世界中的一个重要

层面，而且还具有感觉机能。”[1] 就中国当代文学

来看，身体既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同时又是文

学书写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作家观察和感受现

实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说在 1980 年以前，

当代文学的身体书写突出的是工具化的身体──意

识形态视域中的身体，那么到了 1980 年代，当代

文学基本上以身体的控诉为主导（当然也深受意识

形态的影响，但是身体意识在觉醒，身体在恢复其

主体性，基本上摆脱了工具的地位），到了 1990

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

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身体在这个时代的

文学中的境遇比较复杂，因而，从身体美学的角度

探讨 1990 年代的文学，特别是诗歌文体是很有意

义的，这不仅能够有效地揭示这一时段诗歌的写作

运行状况，而且能够“最终呈现文学 / 文化之间的

互动的文化事实以及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2]

因此，身体美学是研究和探讨 1990 年代文学，特

别是这个时段诗歌的一个重要维度。

董迎春首先讨论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书

写中的问题”问题，在他看来，1990 年代的中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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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主要包括“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神

性写作”和“大诗写作”。他在阐述了这些概念之

后便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诗歌写作中的身体问题分别

进行了探讨。这些诗歌类型确实存在着某些交叉关

系，如果说“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侧重

于诗人的身份确认，“神性写作”突出的是诗人创

作浸润着宗教信仰，那么“大诗写作”则偏重于诗

歌的体制与精神境界的宏阔，不过，这样的分类基

本上厘清了 90 年代诗歌创作的基本状况。针对 90

年代的诗歌创作实际状况，董迎春以不同的方式介

入身体问题的讨论，对于“民间写作”，他论述的

是其中的身体政治学问题，他根据韩东等人的诗歌

文本分析，进而指出他们诗歌写作的基本策略：“回

到民间，回到身体的私人话语，从而对抗主流化、

中心化、官方化的集体话语，通过自我身体的呈现，

切近自我身体的在场，让诗歌成为表达自我、对抗

政治的文化样式。”[3] 同时，董迎春也就“民间写作”

的诗歌中存在的“琐屑化、庸俗化、粗俗话、色情

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于“知识分子写

作”，董迎春讨论的是诗人们对于身体的精神性特

别关注的问题。他以西川的写作为案例阐述了诗人

身体写作的精神性特征及其价值和意义。在这里，

董迎春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揭示了诗与宗教和信

仰的深刻关系以及由身体感官走向超验的可能，进

而指出诗人创作中的哲学关怀。与“知识分子写作”

比较接近的是“神性写作”，两者都与宗教有着紧

密的联系，但是在其诗歌与身体的关系问题上却有

巨大的差异，如果说“知识分子写作”偏重于形而

上的哲学层面和精神关怀，那么“神性写作”则深

受宗教的影响而走向神秘，突出的是宗教信仰视域

中的超验性。董迎春借用亚伯拉罕·蝼冢与荷尔德

林等人的“神性写作”理论对1990年代诗歌中的“神

性写作”进行讨论，并且以谭延桐的诗歌文本为范

例进行语言分析，揭示出此类诗歌的超验主义特性。

根据谭延桐的诗歌文本，董迎春明晰地划出了从身

体直觉到形而上玄思的精神路径图。“大诗写作”

在 1990 年代也是不少诗人的重要创作。董迎春通

过对“大诗写作”的考察，论述了其中的“身体在

场与诗、真理合一”的问题。由此可见，身体美学

的维度对于考察 1990 年代诗歌的内涵与意蕴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 1990 年代的诗歌史上，翟永明、唐亚平、

安琪、海男等人的创作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相

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感性和直觉更敏锐，更丰富，

她们的诗歌更与身体有缘，而且当她们以身体介入

诗歌的时候，她们的性别意识更加鲜明。因而，董

迎春列出专章讨论 1990 年代女性诗歌中的身体书

写和文化声音。值得注意的是，董迎春在这一章中，

并没有单纯地讨论这一时段的女性诗歌，而是将其

与前一时段的1980年代的同为女性诗歌进行比较。

真正意义的女性诗歌产生于 1980 年代中期，如果

说 1980 年代的女性诗歌既体现为性别意识和文化

身份的觉醒，又表现为女性经验的强调，而且在于

男性的对立乃至对抗中突出其比较强烈的女权观

念，那么到了1990年代，女性诗人们则在淡化了“被

看”的时候现象而更自觉地继续在语言和思想的意

识上的探索，前一阶段的那种性别对抗意识也明显

弱化了。从这一比较中，人们可以看到当代诗歌发

展演变的某种轨迹。同时，由于女性诗歌书写的性

别意识浓厚，诗歌话语也显示出 1990 年代的基本

特征──历史、时代、文化语境对于女性自我的内

心挤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某种精神焦虑。

在研究 1990 年代的诗歌时，一个回避不了的

与身体问题密切相关的现象就是“下半身写作”。

对于“下半身写作”，不少人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主要原因在于 :“下半身写作”一是注视与形而下

的肉体感官，二是赤裸裸地展示肉欲，三是着重书

写性器官与性行为，四是缺乏美感和精神的提升。

固然“下半身写作”不宜过分拔高，但也不能一笔

抹杀，进而对其视而不见，完全忽视其存在。董迎

春从“下半身写作”的倡导者沈浩波、朵渔、尹丽川、

李师江等人所提出的写作理念开始讨论，指出他们

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对抗（知识化）性和颠

覆性的姿态与其诗作的解构性和批判性的意义。当

然，“下半身写作”还有比较偏激的一面，有时表

现出极端，它对于打破当时诗坛的沉闷局面也具有

一定的意义。与此同时，董迎春将这一诗歌写作与

开始涌进国门的西方身体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考察，

指出了两者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就“下半身写作”

的诗歌文本来看，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审丑 / 文

化去蔽”[4]，这就使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粗鄙与低

俗，以致诗作在身体的滥用中缺乏诗意。因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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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通过对其话语形态的深入分析对它做出深刻的

反思，指出其在存在 4 个方面的误区与写作策略的

失误。

对于海子的论述是董迎春这部论著的重要一

章。海子是 1980 年代成就非常突出的一位诗人，

但是他在 1989 年春天自杀身亡。通常情况下，在

论述 1990 年代的诗歌时，一般人是不会将海子列

为探讨对象的。然而，董迎春以专章论述了海子。

这看似超越了论著的论述范围，可能会引起争议，

但是阅读了《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

学研究》之后就会解开这一疑惑。海子虽然只是

1980 年代的诗人，但是他的神话写作与大诗写作都

深刻地影响着他去世后的10年的诗歌，换句话说，

海子的诗歌在 1990 年代的诗人眼里已经演化为一

个时代神话的符号，是通向 1990 年代“大诗写作”

的重要途径，也是理解、诠释和研究 1990 年代某

些诗歌的不可或缺的钥匙。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

文学史的时段上的划分决不是根据公元纪年作机械

性的分割，海子虽然在公元纪年来算与 1990 年代

没有关系，但是他的诗歌质素与创作思维与运思方

式都与 1990 年代诗歌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此外，

文学史的观念与文学史的形态密切相关。如果说

1980 年代的诗歌以朦胧诗为代表，突出的理想信念

追求下的某种高蹈姿态，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那

么 1990 年代的诗歌则是文化消费时代后现代主义

语境下回归日常生活与平民姿态下的言说。而海子

虽然并不具有显著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但是他与

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也有一定的区别，他的

大诗写作所呈现的神话世界则延续到了1990年代。

董迎春在书中着重研究的是海子的神话思维对1990

年代诗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海子自杀身亡以后的

1990年代，“海子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显

学’。”[5] 当海子成为研究显学的时候，海子就不

再仅仅为专家学者所强烈的关注，而且还会为不少

诗人所钟爱，于是诗人就会在广泛阅读海子的过程

中接受其中的神话思维的影响。那么，海子诗歌的

神话思维究竟是如何影响 1990 年代的诗人呢？董

迎春从传播学理论，并且结合海登·怀特的符号学

理论对这种影响和接受进行研究，而且海子的影响

根本还在于他大诗中的身体在场的景观式的展示，

并且通过海子的七部书的文本剖析，揭示出海子身

体书写的精神内涵。海子对于 1990 年代诗歌的影

响在“犬儒之风盛行”的背景之下，不仅“构成一

个重要的文化所指”[6]，而且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引

导意义，从而引领 1990 年代的诗歌走向引人注目

的思想与精神的高度。

在分开论述之后，董迎春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

对 1990 年代的诗歌作了全面把握和宏观的阐述。

他将这一时段的诗歌概括为“追求‘隐喻’的‘神

话写作’”与“以‘转喻’为特征的‘反神话写作’”[7]

两条基本写作路径，而这两者的齐头并进、相互交

映，构成了 1990 年代诗歌运行的总的脉络。这样

的概括是为了在理论上作出进一步的透视，进而从

符号学角度加深对 1990 年代诗歌的认识，与此同

时，也对这一时段的诗歌在语言和精神的高度作了

深刻的反思。

通过对 1990 年代诗歌的身体美学的观照和符

号学论述，董迎春得出了一个对于新世纪诗歌的写

作颇具启示性的结论：“回归汉语经验的语言表现，

回归诗学经验上的身体认同，回归文本经验上的诗

体意识，回归人类经验的文化意识，这也许是新世

纪诗歌共同面对的诗学命题。”[8]

两年前，董迎春出版了《走向反讽叙事——

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9]，那是他研

究 1980 年代诗歌的专著，而最近出版的这本《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则是以

1990 年代诗歌为研究对象，这两本学术著作构成了

20 世纪后 20 年诗歌研究的姐妹篇，而且两者既有

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且两著又各具特色，它们

都运用符号学理论研究当代诗歌，所不同的是，前

者主要运用的是符号学理论，而后者主要从身体美

学的维度论述，同时辅以符号学理论。这两者构成

了 20 世纪后 20 年诗歌的文学史叙述，并为我们的

新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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